论大科学装置的公共品性质

黄振羽

（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广东广州 510275）

摘要：大科学装置在中国一直被默认为公共品，在简单套用现有公共品理论进行分析的情况下，可以发现大科学装置具有很强的私人品性质，这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和张力。通过对已有理论的回顾，提出一个修正的公共品界定方式，认为“非竞争属性”和“非排他手段”是物品得以转变为公共品的主要依据。基于这个修正的界定方式指出，“知识生产和扩散”是大科学装置的“非竞争属性”，系统的法律政策体系和灵活的管理体制机制是实现大科学装置“非竞争属性”的“非排他手段”。最后，在这个视角下，分析美国和中国在大科学装置建设及运营上的区别，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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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rge 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have been acquiesced as public goods for a long time. With the traditional theories of public good, it is argued that large 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have strong character of private good, which causes conflict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By reviewing received literature, this paper brings out a modified method of how to define public good, which is argued that the nature of non-competitive and the means of non-exclusive are the main basis for defining public good. Based on this modified method, it is analyzed that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spread is the non-competitive nature of large 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and it is analyzed that systematic law and flexible management institution are the means of non-exclusive for large 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to realize its nature of non-competitive. At last, based on the theory view, this paper has analyz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running large scale scientific facilities, and the suggestions have been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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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提出
大科学装置的出现是20世纪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它被认为具有崇高的科学目标和国家使命，能够在自然科学研究、国家安全保障、高新技术发展、人才培养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1-2]。中国高度重视大科学装置和依托于它的科学研究，目前已经在粒子物理与核物理、天文、同步辐射、时间标准发布、遥感、地质、海洋、生态、生物资源、能源和国家安全等众多领域投入巨资建造了相应的大科学装置[3]。

由于大科学装置这种特殊的地位、作用、目标和意义，长久以来，国内学界和公共部门一直把大科学装置默认为公共品。例如，彭洁[4]、肖芳等[5]认为大科学装置的公共品性质是由国家赋予。然而，这种“赋予说”的后果是否定了公共品的客观性。郑江峰[6]认为大科学装置具有“强竞争性”和“低排他成本”的公共品，却未能论证为什么在拥有如此强的私人品性质情况下，大科学装置是公共品而不是私人品。刘昭等[7]认为大科学装置很容易排他，但在使用上是非竞争的，所以是“俱乐部品”。实际上，由于实验机时、实验经费和设备数量等方面的局限和稀缺，大科学装置在使用上显然具有“竞争性”，它不是“俱乐部品”。

以上表明：①界定大科学装置为公共品的依据缺失；②现有公共品理论的简单套用无法解决①的问题；①和②共同导致了③大科学装置一方面被学界和公共部门默认为公共品，另一方面，它在现有的公共品理论框架下却体现出强烈的私人品性质，二者形成矛盾和张力。为此，笔者认为，需要在现有公共品理论基础上构建一个更为适合的分析框架来容纳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和张力，进而探讨大科学装置的公共品界定依据并提出对策建议。
2  现有公共品界定方式的局限
目前通行的理论从种不同的方式界定了3种类型的公共品，分别是：纯公共品、准公共品和有益品。纯公共品的界定方式源自现代公共品理论的奠基者Paul A. Samuelson，准公共品的界定方式以James M. Buchanan的“俱乐部品”为代表，而提出有益品及其界定方式的学者是Richard A. Musgrave。这3种类型的公共品虽然是现代西方福利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们的界定方式存在局限，这些局限不仅使得理论提出者本人及其追随者产生犹豫，甚至导致了后来有学者完全否定“公共品理论”。

2.1. 纯公共品的界定局限

Samuelson[8]认为，如果说私人品的总消费效用等于每个人消费效用之和（竞争性），那么公共品的总消费效用等于任意个体的消费效用（非竞争性），或者说，在公共品的消费上，每个人各自的消费不会减少另一个人的消费效用。然而，Samuelson[9]随后又提出，“公共品-私人品”的严格二分法只能在极端情形下成立，在现实中，大多数公共品并不是纯公共品，“应当十分小心地探讨某种物品到底是否真的应当由政府负责供给”。由此可见，Samuelson本人也意识到，他所界定的公共品在实际应用中存在局限。

造成Samuelson公共品界定局限的原因，在于他所描述的“非竞争性”特征隐含了一个前提预设，即“公共品供给数量无穷大”。在这个意义的理论上，只要任何物品的供给数量无穷大时，它都能成为纯公共品。而现实的物品几乎都是有限的。而且，在这样的预设下，纯公共品的界定不需要考虑“非排他性”，因为当物品数量无穷大时，一方面难以找到一个能够限制无穷大的排他方式；另一方面假设找到这种方式，实现这种排他方式的成本必然是无穷大的。实际上，只要条件许可，在现实中，就总能找到一种方式限制他人对某种物品的无偿使用，因此，“非排他性”约束是相对性的而不是绝对性的，某种物品只需要满足Samuelson的“非竞争性”约束就能被界定为纯公共品，同时，当物品满足这个条件时，它就只能在极端情形下存在。

2.2 准公共品的界定局限

“非排他性”与“排他性”的提出，更大的作用，在于为“准公共品”的界定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然而，“准公共品”的界定方式并没有真正解决Samuelson的“非竞争性”局限。对此，笔者以Buchanan的“俱乐部品”为例进行分析。

Buchanan认为，“俱乐部品”本身“作为一个变量，含意着物品消费权的范围与俱乐部中个体数量的多少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决定的”[10]。“对于纯私人品，最优的俱乐部安排为一个个体或一个家庭，对于纯公共品，最优的俱乐部安排是数量无穷大的个体……而对于更为现实的、具有公共性质的物品，其数量的最优安排则是介于单个个体或家庭与数量无穷大的个体或家庭之间” [10]。实现这个最优安排的方式，是增加一个俱乐部成员所减少的一单位成本，等于一个成员在俱乐部内接受另一个成员加入所损失的一单位利益[10]，这是俱乐部品供给的“排他准则”。

Buchanan解决Samuelson公共品界定局限的办法，是把“纯公共品”的“供给数量和消费人数无穷大的非竞争性”界定，扩展到“俱乐部品”的“因排他而有限制范围和人数约束的非竞争性”界定，实现了在局限条件下，每个人各自的消费不会减少另一个人的消费效用。这反映了准公共品界定方式的实质，即组合纯私人品的某个性质与纯公共品的某个性质，例如，“非竞争性”与“排他性”组合成“俱乐部品”，“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组合成“共同资源”。

准公共品的界定在一定程度上比纯公共品更具现实性，但几乎所有的物品都同时具备公共品性质和私人品性质，属性组成异常复杂，公共部门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判断这些物品应当成为公共品而不是私人品呢？甚至有学者认为，类似于“俱乐部品”这样的物品根本就是私人品[11]。准公共品界定方式的提出使问题变得愈加复杂，在特定的局限条件下，任何物品都可以是公共品或私人品。

2.3 有益品的界定局限

在Musgrave[12]看来，与公众愿意多花钱买一辆车或一台电冰箱的需要相比，存在一种更为一般化的公众需要，比如送孩子上学，他称这种需要为“有益需要”（merit wants）。“有益需要”或者“有益品”（merit goods）指的是“由于某种需求或物品被认为非常有益，因此，对于这类物品或需求的满足需要通过公共预算来提供”[13]。但由于消费者可能会因为无知而对有益品消费不足，所以，“有益品”或“有益需要”还“包含了由强加选择来取代个人选择，也包含了对基本的消费者选择原则的明显背离”[14]。
Musgrave解决Samuelson公共品理论现实困境的办法，是社会选择或社会偏好取代个人选择或个人偏好。相较于Buchanan试图赋予“俱乐部品”一种“客观实在性”，Musgrave的“有益品”包含着强烈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建构色彩，它的实现很有可能是某些政治精英或政治团体的操作结果，即使Musgrave本人也担心“有益品”这一概念有被专制或集权主义政权滥用的可能性[15]。有学者指出，“有益品的实质是指责个人的偏好不合理，这个概念如果不被谨慎地加以限定，就可能会对市场经济规范理论的基石产生颠覆性影响”[16]。

2.4 公共品理论的否定

由于纯公共品、准公共品和有益品各自存在的界定局限，Jesse[17]（以下简称MW）在199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否定了“公共品”的存在，认为“根本没有什么固定的标准来决定什么是公共品或什么是私人品，这些标准都是社会构造的……某些物品是公共的是因为并且因为社会选择把这些物品放置到公共部门而不是私人部门”。在这样的理念下，MW把Samuelson、Musgrave、Buchanan以及其他学者所提出来的公共品理论和概念全部进行了反驳。“人们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界定公共品和私人品，而这种界定和区分对经济毫无益处”[17]，因此，“用来描述这个世界的‘公共品’根本不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应该用政治经济学来取代它”[17]。

尽管有许多Samuelson理论的追随者并不赞同MW对“公共品”的否定，但在“社会构造了公共品概念”这一观点上，他们却在某种程度上妥协了。Roy D. Adams和Ken McCormick顺着MW用“政治经济学替代公共品”的观点，认为政府的政治决策会影响到公共品的“非竞争性”或“非排他性”或两者能否被清晰界定[18]。Richard等[19]认为，公共品的性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地内生于制度选择。

可见，公共品的客观性几乎遭到完全的否定，成为纯粹的社会建构品，3种公共品界定方式的局限被MW推到了一个极致。换言之，如果简单地套用这3种界定方式，根本无法找到把大科学装置界定为公共品的客观依据，缺乏这个依据，就无法为大科学装置制定出有效的政策措施。3   分析框架的建构
3.1  “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含义的修正

Eecke[19]认为，公共品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经济事实，并不是社会或文化能够随意构造的，也没有必要寻找到其它概念（如俱乐部品、有益品等准公共品概念）来替代它[20]；只要修正“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含义，所有公共品都能用这两个依据进行界定。

通过研究以往学者用来界定公共品的13种依据，Eecke[20]给出了修正后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含义，并用它们概括了以往的13种依据（如表1）：（1）“非竞争性（修）”是指物品具备的某种客观属性，表现为“使用人数越多，物品的效用发挥越大或供给成本越小”；（2）“非排他性（修）”是指实现“非竞争性（修）”的手段，这种手段由社会根据实际条件所构建①。

表1  公共品界定的两个依据

	非竞争性（修）
	(1)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
(2)团块结构性（lumpiness）
(3)联合供应（joint supply）
(4)多使用者物品（multiple user good）
(5)消费的非竞争性（non-rivalness in consumption）
(6)减少生产成本（decreasing prodcution costs）

	非排他性（修）
	(7)外部性（externalities）
(8) 效益外溢（benefit spillovers）
(9)不可执行性（unenforceability）
(10)拒绝的不可能性impossibility of rejection
(11)非排他性（non-exclusion）
(12)搭便车（a free rider）
(13)不可占有性（nonappropriability）


  注：根据文献[20]的内容绘制
Eecke对“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含义的修正，解决了以往界定方式的局限问题，因为：

（1）与以往关注使用者（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公共品理论相比，Eecke关注物品效用的最大化。这种转向，避开了“Samuelson非竞争性”的“供给数量无穷大”预设，使“非竞争性”约束具有了客观性和可操作性。

（2）相较于以往学者从整体上把物品界定为公共品，Eecke则是考察物品是否具备“非竞争性（修）”属性，如果有，则把这部分属性界定为“公共的”。从整体界定转向局部属性界定，解决了由于物品属性复杂多样而造成的准公共品界定问题②。

（3）Eecke把“非排他性（修）”看作社会建构的结果，是实现“非竞争性（修）”的手段，而不是公共品的天然特性。某种物品具备“非竞争性（修）”属性，说明它有公共品潜质，但它要转变为真正的公共品，需要社会能够为它构造“非排他性（修）”的手段。这证明了“公共品”是物品的某种客观属性与社会建构共同作用的产物，而不是纯天然的理想物或任意的纯社会构造物。这解决了有益品的界定局限，同时也批驳了MW否定公共品的理念基点。

不过，Eecke的理论同样存在局限：

局限1：Eecke认为随着人数的增大，只要满足“物品效用增大”或“使用成本下降”，物品就具备“非竞争性（修）”。然而，在特定的社会中，如果要把这种物品从“潜在的公共品”转变为“现实的公共品”，当使用人数增加时，其“效用增大”和“使用成本减少”必然是同时具备的，否则，如果需要大量成本来实现某种效用，或者在成本降低的同时效用也降低，说明这种物品并不真正具备“非竞争性（修）”，或这个社会在“非排他性（修）”的手段上不具备可行性。

局限2：Eecke未能考虑到，由于物品自身的客观品质制约，比如结构特性、寿命、技术性能等等，随着使用人数的增加，它的效用不可能无限递增，使用成本也不可能无限缩小，否则就陷入另一个极端情形中。因此，随着使用人数的增加，在达到一个临界点时，物品的效用在边际上逐渐减小，而使用成本在边际上逐渐增大。

基于修正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以及对Eecke的理论局限的讨论，笔者构建了本文的分析框架。

3.2 一个基于物品效用的公共品界定方式

如果要把某种物品界定为公共品，这个物品需要同时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具备“非竞争性（修）”属性。可以从5个变量考察物品的“非竞争性（修）”属性（以下简称“非竞争属性”）：使用者数量N、物品效用实现程度U、花费成本C、N对U的弹性系数Enu、N对C的弹性系数Enc。由“非竞争属性”的定义可知，N、U和C之间存在着函数关系：N=f(U,C)。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当不超过物品本身的客观品质制约时，随着使用者数量N的增加，在边际上，物品效用U增大，花费成本C减小，此时，函数的一阶导数大于零，由此可得：① dN/dU>0;② dN/dC<0;③ f `(U,C)>0。由于物品本身的客观品质制约，使用者数量N的增加，在边际上不会使得物品效用U无限增大以及成本C无限减小，而是收敛于一个特定的值，因此，其二阶导数必然小于零，即④ f ``(U,C)<0。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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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GB3 ④式的成立说明物品具备了非竞争属性。

进一步的，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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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 GB3 ④式的成立和物品本身的客观品质制约这两个局限条件下，边际上，每增加一单位的(N，不同种类物品的效用增加量(U和成本减少量(C必然不同，可以从“弹性“的角度考察(N对(U和(C的影响。对于(N和(U，由弹性的定义可得：⑤ Enu = (dN/dU)·(U/N)，Enu>0。对于(N和(C，同理可得：⑥ Enc = (dN/dC)·(C/N)，Enc<0。⑤式和⑥式含意着：在局限条件下，如果Enu越大，或Enc的绝对值越大，说明物品的非竞争属性强度越大，将其转变为公共品的价值就越大。如果物品的非竞争属性强度很小，则转变为公共品的价值也小。

（2）建构“非排他性（修）”手段。当物品被判断为具备足够强度的非竞争属性，如果要使它成为真正的公共品，需要某个特定社会为这个物品构建“非排他性（修）”手段（以下简称“非排他手段”），这种手段体现为制度建构。

根据“非竞争属性”与“局部界定”，制度建构的实现包含两个措施：

1）开放措施。开放措施的功能在于保障具备公共品潜质的物品对使用者开放，它体现了“物”与“人”的外在关系。根据“非竞争属性”的定义，当不超过物品客观品质的制约时，只有保障物品能够被更多人合理和有效地使用，才能促使物品效用的增加和使用成本的降低。

2）隔离措施。隔离措施的功能在于保障物品的“非竞争属性”独立于其他属性，它体现了“物”与“自身”的内在关系。物品本身有着复杂的属性成分，这是造成整体界定局限的原因。为了实现“局部界定”，就需要隔离其它属性（如排他性、竞争性）与“非竞争属性”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

至此，本文的分析框架构建完毕，表2是整个框架的概括，笔者将用这个框架分析大科学装置的公共品界定依据。

表2 基于物品效用的公共品界定框架

	具备“非竞争属性”


	随着人数增加：

①效用增大

②成本降低

	建构“非排他手段”
	特定社会的制度建构：

①建构“开放措施”

②建构“隔离措施”


4 大科学装置的公共品界定依据分析

4.1 大科学装置的“非竞争属性”

通过综合中国知网从1990年至今的文献和Elsevier网站从1995年至今的文献，笔者发现，关于大科学装置的特征描述一共有47种，如表3所示。
表3  已有的大科学装置特征描述及其文献来源

	特征描述
	文献来源

	1.投入巨大；2.规模巨大；3.技术复杂；4.科研队伍庞大；5.科学意义重大；6.建设、运行、科研时间长；7.学科多且交叉性强；8.开放共享；9.集成工程；10.关系国家利益；11.有特殊的风险特征；12.涉及多方政治集团的利益关系；13.国家意志的控制；14.需高效专业管理团队；15.研究项目具有基础性；16.项目成果形式特殊性；17.成果产出的不确定性；18.项目的国家主导性；19.项目的公共利益性；20.国家在项目中享有特权；21.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科技创新的平台；22.实现国家目标、增强国家综合实力的强大武器；23.国家科研力量和国家投资的集中点；24.工程与科研双重性；25.产出科学知识和技术成果，而不是直接的经济效益；26.带动新高技术的发展；27. 国家科技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和国家综合科技实力的重要标志；28. 具有明确的科技目标和国家使命
	何传启[21]；邢淑英[22]；中国科学院综合计划局,基础科学局[23]；黄敏等[24]；罗小安等[25]；肖芳等[5]；尚智丛等[26]；王大明[27]；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管理研究课题组[1]；王晓义等[28]；徐文超等[29]

	29.组织起来的科学；30.国家资助的规模巨大的科研项目；31. 可规划性或规划科学；32“二次仪器”； 33.技术探索和首次技术实现阶段；34.规模性和工程性
	赵红州[31]；

	35.知识的工业化生产方式；36.科学、技术、工程一体化；37.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学科交叉融合
	李建明等[30]

	38.知识生产和扩散;39为工业企业提供学习环境;40.交织跨组织机构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41.产生最新的基础技术知识；42.有着各种重要的隐性知识；是一个庞大的知识网络；43.工业界投入到大科学装置和项目研究，有着巨大的非经济收益；44.大科学与工业界有着公共的利益边界
	Erkko等[33-34]；Olli 等[35]

	45.技术性强和使用壁垒高，排他成本低；46.使用成本高；47.设施具有稀缺性
	郑江峰[6]；刘昭等[7]



通过分析这47种属性特征，它们可以按照“科学、工程与技术特性”“作用和意义”“科研组织方式”“知识生产和扩散”“资源稀缺性”作出进一步划分，如表4所示。
表4 大科学装置属性特征的二次划分

	科学、工程与技术特性
	2、3、6、7、9、11、15、16、17、24、32、33、34、36、37

	作用和意义
	5、10、12、13、19、21、22、26、27、28、44

	科研组织方式
	4、14、18、20、29、31

	知识生产和扩散
	25、35、38、39、40、41、42、43

	资源稀缺性
	1、8、23、30、45、46、47


注：表4的数字是表3中“特征描述”编号

作出进一步划分的理由如下：（1）科学、工程与技术特性，主要反映了大科学装置的建造需要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的结合来实现，在规模、成果、技术风险、学科构成等方面不同于普通的科研设备；（2）作用和意义特征，主要说明了大科学装置与其它普通科研设备比较而言，在促进经济发展、提高综合国力、提供科研平台等方面起到更大的作用；（3）科研组织方式，反映了大科学装置的管理方式与一般实验设备不同，特别是在“国家参与”和“国家规划”方面；（4）知识生产和扩散反映了大科学装置基本作用及作用的实现过程；（5）资源稀缺性说明大科学装置存在Samuelson意义上的“竞争性”，并由于容易实现排他，因而有强烈的私人品性质。

笔者认为，前3个特性实际上可以归为一类，因为它们的实质在于突出大科学装置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经过国内文献30多年的渲染，大科学装置似乎已经被异化为一个承载民族复兴和国家强盛的符号，甚至有学者提出要用“举国体制”的形式来构建中国的大科学体系[27，36-37]，仿若成了延续当年“赶超战略”的一种新形式。建造特点决定的是大科学装置的客观品质，作用和意义来源于精英的认识和建构，组织方式是由大科学装置生产知识的特定所决定，它们并不符合“非竞争属性”定义，更像是对大科学装置这种现象的描述和介绍。

对于“知识生产和扩散”，Erkko等人对欧洲核子中心的研究表明，工业组织和学术组织围绕拥有大科学装置的机构形成一个跨组织边界开放网络，各种社会资本和知识在这里交汇，形成有效的学习环境，“隐知识”在这种环境中被充分利用，为破坏性创新提供条件，产生一种“联合生产知识的效应”，共同实现经济效益和科技效益[33-35]；而且，依托大科学装置进行的科研项目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通过形成开放的学习环境和网络，后来的使用者基于前人的知识累积，能降低研究的风险性，节省大量的信息搜寻成本。开放网络意味着庞大的使用者数量，在这样的网络中，大科学装置能更有效地生产知识，同时降低使用者获取信息的风险和成本，这证明，“知识生产和扩散”是大科学装置的“非竞争属性”。

大科学装置的“资源稀缺性”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因为大科学装置的投入大，导致设施建造的稀少，竞争大科学装置的建造权和管理权能使被依托组织获得更多的国家投资、更好的人才聚集和更高的社会地位等；其次，由于资源稀缺，导致大科学装置的开放使用产生效率要求；最后，由于排他成本低，如果缺乏合理的措施，大科学装置的依托单位更倾向于将大科学装置及其产出成果视为私有物品，而不是开放共享。这是大科学装置属性构成复杂化的表现。

4.2 大科学装置的“非排他手段”

“非排他手段”包括“开放措施”和“隔离措施”。根据局部界定原则，大科学装置的“非排他手段”应当是针对“知识生产和扩散”建构，通过更多人的使用来实现这个属性的效用，但由于大科学装置复杂的属性组成，保障“知识生产和扩散”实现的“非排他手段”或“社会制度”实际上也是非常复杂的。鉴于美国是目前大科学装置管理和运行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笔者以美国为例对大科学装置“非排他手段”进行分析。

（1）“开放措施”方面。美国并没有专门的科技法，但却有着一个庞大的科技法律政策系统，最大程度地促进科技发展和保证科技资源的开放与共享[3-39]：在国家法律方面，有《政府阳光方案》《政府采购改革法》《电子政府法》《联邦档案法》《拜杜法案》《联邦技术转让法》等；在联邦政府政策体系方面，有美国白宫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MB)、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以及联邦政府部门中具有研究开发职能的机构，这些机构在国家法律制度基础上制定相应的部门规章，如白宫12906号行政令《地理数据的获取与存储：国家地理空间数据基础设施》、OMB颁布的A-130通告《联邦信息资源管理》等。在这样的体系下，大科学装置作为科技资源的一种，抽象的“知识生产和扩散”属性被渗透到各个门类和部门中的庞大科技法律文件转化为具体的表述和规定，使大科学装置的开放共享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2）“隔离措施”方面。美国所建构的“隔离措施”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相较于“柔性”的政策或行政法规，美国更多是以“刚性”的法律具体、明确地规定科技资源必须要开放共享；并且，法律条文是以“否定”的形式存在，“否定的形式”指的是，“如果不开放共享，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40]。通过“刚性”和“否定”的法律，辅以“柔性”的政策措施或行政法规，作为科技资源的大科学装置，其“非竞争属性”与其它属性被制度性地隔离。第二，对于其它属性，例如“竞争性”或“特殊性”，除了有着同样庞大的法律体系（比如同样渗透在各个门类和部门之中的与产权相关的法律）予以规定外，美国还有着各种针对这些属性的体制或机制模式使这些属性得以充分发挥。对于拥有大科学装置的国家实验室，美国一般采用“GOGO (government-owned and government-operated)、GOCO(government-owned and contractor-operated)和COCO (contractor-owned and contractor-operated)”3种管理体制模式，并辅以灵活多样的运行机制[41]。例如，阿贡国家实验室实行的是GOCO管理体制，并由芝加哥大学成立“UChicago阿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其管理和运行[42]。通过成立实体公司，阿贡国家实验室以公司制的模式引入竞争机制，解决由科研设施和经费等资源稀缺而引起的效率问题。
“开放措施”对大科学装置的非竞争属性进行详细描述和规定，形成具有普遍性和操作性强的法律制度；“隔离措施”以“开放措施”为前提，在不违背“开放措施”的基础上制定相应的制度或管理模式，保障了大科学装置其它属性效用的实现，它们共同构成了“非排他手段”的社会制度
5   结论与启示
第一，通过对已有理论的回顾，本文认为目前公共品界定方式存在局限，未能为大科学装置的公共政策制定提供很好的理论依据。得益于Eecke的研究工作，笔者提出了一个基于物品效用的公共品界定方式，并解释了这种界定方式的含意，为原有公共品界定局限提供了一种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原有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和张力。

第二，在修正的公共品界定方式下，通过分析大科学装置的各种属性，本文提出，“知识生产与扩散”是大科学装置具备公共品潜质的客观属性；通过这个视角，笔者分析了美国为大科学装置构建的“非排他手段”，认为将大科学装置转变为现实公共品的制度建构，是由“作用于非竞争属性的法律政策体系”“作用于其它属性的法律政策体系”以及“基于上述法律体系所形成的多种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三者共同组成。并且，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本文为美国大科学装置的体制和机制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理论依据。

通过研究，本文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需要经过详尽的属性分析和复杂的制度建构，才能把某种物品确定为公共品。在中国，大科学装置因其特殊性而一直被“默认”为公共品，其制度建构多数是以“柔性”的政策和部门行政法规作为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运行指导，虽然有专门的科技法，但这些科技法律一方面无法满足大科学装置转变为公共品的制度需求，另一方面则是缺乏“刚性”，多数以“肯定式”或“赋予式”的条文存在，没有明确的责任规定，并且因过于抽象而难以操作，因此，大科学装置在中国仍然只是潜在的公共品，而并没有真正实现其公共品应有的效用。

第二，现实的物品属性是复杂的，除了理想状态下，现实中不存在“纯非竞争属性”的物品，因此，除了与公共品直接相关的公共资源或科技资源共享的法律政策体系建构，还需要其它法律政策体系的存在才能真正实现公共品的效用。大科学装置同时有着“非竞争属性”和很强的“资源稀缺属性”，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运营大科学装置，除了有与“非竞争属性”对应的完善的科技法律政策体系外，它还有与资源稀缺属性相关的完善市场法律政策体系，在这两个体系的共同作用下，大科学装置两个不同属性不仅得到了隔离，而且能以多种方式实现各自的效用。因此，中国如果要更好地运营大科学装置，需要进行一个系统而长久的制度建构工作。

注：


目前理论对“非排他性”的界定是“无法排除他人参与共享”，这个性质被认为是公共品天然的特性。但在Eecke看来，这个特性并不是天然的，而是社会建构的，目的是有效实现公共品的“非竞争性”。笔者认为，这个修正后的含义更加符合实际，并且，许多经济学事实也证明，“非排他性”其实并不是一个绝对约束，而是一个相对的、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的约束，例如灯塔、电视频道等等。
②Eecke也举例：（1）对于国防，武器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的方式生产，国家则可以通过公共财政向市场购买并向公众供给，这样，国防也就同时具有了私人品和公共品的性质，这并不矛盾.（2）对于面包，在其“营养性”上，一个人吃下了肚子，其它人就无法拥有了，至于“观赏性”，那是面包被吃过程中的另外一种属性，与“营养性”的“私人品”性质并不矛盾。如果从部分界定，则私人品和公共品性质的混杂就能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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